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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与中美冲突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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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昊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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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历史案例，如近现代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的军事

博弈，还是现当代国际安全态势，如美苏冷战以及当前美国自我定

位的大国竞争，军事竞争始终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维度。军事竞争的

内涵、机制及影响是大国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

因素。军事竞争与冲突的关系，特别是在何种情况下不同模式和状

态的军事竞争更可能影响国家间安全体系的稳定性，是该议题的核

心关切之一。本文通过融合技术、军事行动与国家战略层面的视角，

基于大国军事能力动态差异、实力均衡变迁与针对性调整，对大国

军事竞争的性质与影响进行探讨，突出军事竞争主体之间共同演化

过程中所具有的 “隐性”竞争特征。其表现包括战略层面的长周期

与体系性，以及技战术与行动层面军事演进对战略稳定体系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实力均衡的相对转移与技术条件及相应作战方式的改

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共同作用并影响大国军事竞争乃至整体

战略博弈的表现，进而对冲突管控提出了不同要求。

关键词　军事竞争 实力转移 博弈 冲突管控 战略稳定

中美关系

军事竞争是大国间竞争、区域乃至全球军事安全与冲突管控的核心议题

之一，在学理探索与政策研究中均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政

５８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１年 第４期

治、安全环境中，由于美国单方面不断强调和自我塑造竞争态势与零和思维，

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军事竞争的性质、特征与影响的任务便更加紧迫。在数十

年学术研究积累中，相关探讨主要围绕几个议题进行，包括如何定性与理解
“军事竞争”，如何对竞争进行可操作化界定与测量，如何通过数据与案例对竞

争的发生、过程及影响进行分析，以及军事竞争与军事冲突之间存在怎样的关

联。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现实实践，军事竞争问题都凸显了宏观战略与微观技

战术因素在中层 “行动层面”（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的交叉、连接与融合。①

军事竞争在战略博弈与技术底层影响之间存在相生、共生的演进关系。

一方面，国家间军事安全格局的变化会加速、迟滞或引导微观因素的演变，

如竞争关系与战争冲突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冶金、能源、动力、材料、信息等

诸多科技变革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技术因素又深刻地影响国际安全与

军事博弈的演进，如历史上农业、冶金、机械、动力、能源、信息等领域的

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军事竞争与军事冲突的模式、状态及趋势。战略与微观

因素在中层维度的碰撞，与大国竞争存在高度相关性，世界政治史上几乎每

一个大国竞争时代都与科技与产业变迁所带动的生产力、战争方式改变紧密

相关。当前，世界政治、国际安全与科技变迁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且具有高

度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对于军事竞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需要延续

这一跨层次的传统。

同样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军事竞争的研究需要回归其核心问题，即在大

国军事竞争中，各层面因素如何彼此联动并影响冲突的爆发与管控？进一步

来说，为何有时宏观、微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会导致冲突，而有时和平则得以

维持？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对 “大国军事竞争”的定性与核心特征做进一

步分析，并探讨其特征与冲突之间的关联机制。

现有文献一般基于 “线性”、 “对称”和 “显性”视角对该问题进行研

讨。本文在过往的学理探讨和案例、数据研究基础上，对军事竞争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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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讨论的行动层面包括连接宏观结构与战略层面、微观技术与战术层面的军力建设、军
备发展、战斗力生成及冲突准备等广义军事竞争内涵，是宏观、微观的过渡与连接的中层领域。在中
文语境中，单就战场上的军力组织、指挥与使用而言，行动层面接近于我们习惯使用的 “战役层面”，
但是战役层面单纯涵盖作战领域。作为学理概念的 “行动层面”，早期讨论至晚初见于亚历山大·安
德烈耶维奇·斯韦钦提出的作战 “行动艺术”（“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其著作 《战略》英译本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ｒｅｙｅｖｉｃｈ　Ｓｖｅｃｈｉ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ａｓｔ　Ｖｉ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２。关于在英美军事传统中引入
“行动层面”的概念，参见Ｅｄｗａｒｄ　Ｎ．Ｌｕｔｔｗａｋ，“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５，Ｎｏ．３，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ｐｐ．６１－７９。



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与中美冲突管控

博弈与管理进行分析，并讨论其 “非线性”、 “非对称性”及 “隐性”特征。

本文关联三个要素作为切入点，考察大国军事竞争的长期隐性演进特征、技

术发展与战略稳定之间的关系以及竞争演进过程中的国家间相对实力转移。

结合定性讨论与定量建模，本文也将分析以当前中美军事竞争为主要代表的

竞争管控环境。短期显性的大国军事竞争背后，是长周期安全能力与政策、

战略形成的隐性演进，而军事技术的变迁方向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隐性特征，

两相加成，在结构性的大国相对力量均衡点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军事冲突的

危险性将提高，而竞争博弈中管控风险的信息、承诺将随着军事竞争预期认

知的差异而产生影响。

一、军事竞争的既有研究路径与内在矛盾

军事竞争的既有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为西方学界所关注的军备竞赛及衍生

议题，在定量与定性 （质化）研究两种方法框架内，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

果。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包括在军事竞争定义、建模自洽性、案例采选与指

标参数选择等问题上，该研究体系始终存在无解的内部矛盾。这给我们理解

现实问题如当前中美关系造成了重大分歧，而分歧的起点便在于如何理解军

事竞争的内涵，描绘其边界、理解其逻辑与影响。

长期以来，军事竞争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向性的问题。第一个方向即军

备发展的动因，如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内因为主。① 第二个方向是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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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部分代 表 作 品 包 括：Ｍ．Ｄ．Ｗａｌｌａｃ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Ａｒｍｓ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　Ｐ．
ＭｃＧｏｗｅｎ　ａｎｄ　Ｃ．Ｋｅｇｌｅｙ，ｅｄｓ．，Ｔｈｒｅａｔｓ，Ｗｅａｐｏｎｓ，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
ｐｐ．２５９－２７４；Ｓ．Ｊ．Ｍａｊｅｓｋｉ　ａｎｄ　Ｄ．Ｌ．Ｊｏｎｅｓ，“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５，Ｎｏ．２，１９８１，ｐｐ．２５９－２８８；Ｒ．Ｊ．Ｓｔｏｌｌ，“Ｌ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Ｂｅｗａｒｅ：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ａ　Ｄｙａｄｉｃ　Ａｒｍ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１９８２，ｐｐ．７７－８９；Ｗ．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ｉｖ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４５，
Ｎｏ．４，２００１，ｐｐ．５５７－５８６；Ｓ．Ｓｉｎｇｈ　ａｎｄ　Ｃ．Ｒ．Ｗａｙ，“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ｅ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８，Ｎｏ．６，２００４，ｐｐ．８５９－８８５；Ｄ．Ｍ．Ｇｉｂｌｅｒ　ｅｔ
ａｌ．，“Ｔａｋｉｎｇ　Ａｒｍ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Ｓｅａ　ｏｆ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Ｒｉｖａｌ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２．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１３１－１４７；Ｔ．Ｊ．Ｒｉ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Ｓａｌｉｅｎｔ　Ｓｔａｋ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７，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５８０－５９１；
Ｍ．Ｋｒｏｅｎｉｇ，“Ｕ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Ｌｉｎｋ？”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５３，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１６６－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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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军事冲突的关系，以及军备发展、军事竞争与冲突、战争的关系。①

自１９３９年理查德森模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　Ｍｏｄｅｌ）提出以来，在这两个方向衍生

出大量的定量与定性研究，尤以统计研究为主，丰富了学界和政策界对于军

事力量竞赛、军控裁军、冲突管控的理解。② 但是，长期以来这些研究中存

在一些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逻辑、案例与衡量指标上，而这三类

问题都与底层内涵有关，即 “何为军事竞争”。

第一类问题是基本逻辑，特别是变量之间的伪相关性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较为突出。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几个重点问题：作为竞争指标的军备竞赛如何

开启、竞争的互动过程、竞争是否或在怎样的条件下导致战争。在既有文献

中，即便在同一时代的研究中，也时常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在为何出现

军事竞争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加强军备是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反应，有人则认

为这是对内行为。即便考虑到不同研究的建模差异，在一个基本问题上长期

存在如此截然相反的结论且相互无法融合，也说明研究的基本路径、底层逻

辑及数据和模型使用均有问题。③

另一个长期困扰的逻辑问题来自理查德森模型本身。在该模型中，两国军

事竞争取决于三个因素：（１）对方的军备能力，假定自身军备水平与他国过往

能力呈正比，参数被称作 “防务参数”（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２）自身军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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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部分代表作品包括：Ｓ．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８，Ｎｏ．１，１９５８，ｐｐ．４１－８６；Ｔｈｅｒｅｓａ　Ｃｌａｉｒ　Ｓｍｉｔｈ，“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１９８０，ｐｐ．２５３－２８４；Ｍ．Ｄ．Ｗａｌｌａｃｅ，“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１９７９，ｐｐ．３－１６；Ｅ．Ｗｅｅｄｅ，“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Ｄｏｕｂ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１９８０，

ｐｐ．２８５－２８７；Ｐ．Ｄｉｅｈｌ，“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０，
Ｎｏ．３，１９８３，ｐｐ．２０５－２１２； Ｍ．Ａｌｔｆｅｌｄ，“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７，Ｎｏ．２，１９８３，ｐｐ．２２５－２３１；Ｍ．Ｐ．Ｃｏｌａｒｅｓｉ　ａｎｄ　Ｗ．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Ａｒｍｓ　Ｂｕｉｌｄｕ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ｅｐｓ－ｔｏ－Ｗａｒ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６７，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３４５－３６４；Ｐ．Ｄ．Ｓｅ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Ｖａｓｑｕｅｚ，Ｔｈｅ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Ｗａｒ：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Ｍ．Ｐ．Ｃｏｌａｒｅｓｉ　ｅｔ　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Ｓ．
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ｒ　ａ　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　Ｊ．Ｖａｓｑｕｅｚ，ｅｄ．，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Ｗａｒ？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１－１３８。

关于奠定相关研究基础的理查德森模型，可参见 Ｌ．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９；Ｌ．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Ａ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Ｗａｒ，Ｂｏｘ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

Ｋ．Ｄ．Ｍｏｌｌ　ａｎｄ　Ｇ．Ｍ．Ｌｕｅｂｂｅｒｔ，“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９８０，ｐｐ．１５３－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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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假定与过往能力成反比，参数被称为 “疲劳参数”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３）国家间总体关系，参数被称为 “不满参数”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与军

备扩张呈正比。围绕以上基本参数，既有文献始终存在两种意见：一派认为

出于军备成本的考虑，在前期高投入后，军备投入水平将下降。另一派基于

同样数据的分析却认为，军方、国防工业和相关利益群体会对政府持续施

压，导致军事开支水平持续居高不下。而在国家间总体关系方面，一些以美

苏军事竞争为案例的研究发现，两国军事开支不存在关联性，① 而另一些同

时代的研究却发现，美苏的军事竞争与国内政治经济体系关系不大，完全是

对彼此安全环境塑造及军力水平的反应。②

同一议题的不同研究在模型构建、数据使用、统计技巧以及具体时空域

方面固然会有差异，但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不同成果，长时间、普遍性地存

在不可调和的差异，且截然相反的两套逻辑均可得到数据的部分支撑，随着

研究模型日趋复杂化、精细化，虽然数据质量不断提高，但都未能弥合不同

观点的分歧，这便意味着既有路径存在基础性问题。

第二类问题是样本案例选择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与叙事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案例选

择的问题主要体现为 “零案例”缺失，未将存在竞争但冲突未发生的案例与

竞争和冲突均出现的案例进行比对。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军事竞争是否导致

战争爆发，从最初的理查德森模型到后人发展的螺旋模型 （ｓｐｉ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威

慑模型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都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③ 但是伴随研究设计的

日趋复杂，这一基本的案例选择问题却未得到解决。

叙事问题主要体现为历史案例的不精确与误导性，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中

层、行动层面军事因素的忽视。这一现象在多个主要相关历史案例中均有所

体现，如海陆权争霸、英德竞争、美苏争霸。很多问题在叙事中被误解或忽

９８

①

②

③

Ｓ．Ｊ．Ｍａｊｅｓｋｉ　ａｎｄ　Ｄ．Ｌ．Ｊｏｎｅｓ，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ｐ．２５９－２８８．

Ｍ．Ｄ．Ｗａｌｌａｃ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Ａｒｍｓ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ｐｐ．２５９－２７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Ｓｔｏｌｌ，“Ｔｏ　Ａｒｍｓ，Ｔｏ　Ａｒｍｓ：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ｄ．，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ｏｘｆｏｒｄｒｅ．ｃ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ｉｅｗ／１０．１０９３／ａｃｒｅｆｏｒｅ／９７８０１９０２２８６３７．００１．０００１／ａｃｒｅｆｏｒｅ－９７８０１９０２２８６３７－ｅ－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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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如海陆权讨论中的以偏概全，德国公海舰队成为 “存在舰队”① 的军事

技术背景，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军事大国间存在多个潜在对手的特征，以

及美苏国力差距与军事技术鸿沟等等。二元两分、历史决定论、力量竞争的

对称性对标比较 （如狭义的武器装备数量）等视角成为历史叙事中的主流。

以美苏争霸这一相对争议性较低的竞争为例，美苏处在同等体量、质量

的对称状态，是关于其军事竞争的常见叙事方式。但即便是这一争议性较低

的叙事，同样存在严重问题，苏联在冷战大多数时间处于劣势和追赶状态，

而非对等、对称竞争。如果不是庞大核武库的存在保证了两国战略威慑平

衡，美苏之间实则存在明显的能力代差。以二战后开始对战场形势起到愈加

决定性作用的空中作战能力为例，美国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便在二代战机

格斗能力基础上，具备了以Ｆ－１０６、Ｆ－４为代表的初步全天候作战能力与较大

航程。而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之相对应的装备是不具备空战能力

的苏霍伊系列截击机与仅配备上一代火控和视距内作战能力的米格－２１。直

到１９７４年米格－２３服役，苏联才具备了美国６０年代初就已经具备的能力。②

但此时美国已接近过渡至Ｆ－１４、Ｆ－１５、Ｆ－１６等三代机为主力的空中力量体

系，而号称与Ｆ－１５同代的苏－２７系列则不仅性能存在代差，服役时间也晚得

多。③ 而在陆、海、空、天、电等几乎所有领域，均存在类似不对称的形势。

但美国与苏联互相视为军事竞争对手又是不争的事实，二者体系性军事能

力的生成和对抗背后是复杂的系统过程，具有明显的非线性、非对称性

特征。

第三类问题是衡量指标的选择，如军费与装备数量等常见指标的比较。

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称性对标，即以简单军费开支水平或同类型装备

平台进行对标、比照，而忽视军事体系性能力及其背后影响或体现能力的行

０９

①

②

③

一般认为，关于 “存在舰队”的讨论始于马汉的 《海权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至晚于
１８９１年，英国海军中将菲利普·科伦博便对其有所述及，而这也引发了之后许多海军战略学家的争
论，包括马汉本人对纳尔逊的评价。参见Ｐ．Ｈ．Ｃｏｌｏｍｂ，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Ｉｔ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Ｈ．Ａｌｌｅｎ，１８９１；Ａ．Ｔ．Ｍａｈａｎ，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Ｎｅｌｓｏｎ：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Ｖｏｌ．１，Ｓａｍｐｓｏｎ　Ｌｏｗ，Ｍａｒｓｔｏｎ，１８９７，ｐ．１３７。

Ｄｏｕｇ　Ｂａｒｂｉｅｒ，Ｗｏｒｌｄ＇ｓ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Ｓｉｎｇｌｅ－Ｅｎｇｉｎｅ　Ｊｅｔ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ａｉｒ＇ｓ　Ｆ－１０６Ｄｅｌｔａ
Ｄ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Ｔｅｄ　Ｓｐｉｔｚ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　ＵＳＡＦ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ｉｒ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Ｓｃｈｉｆｆ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２；Ｊｏｎ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ｎａｌｄ，ｅｄｓ．，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Ｆ－４
Ｐｈａｎｔｏｍ：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ｉｅ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２．

Ｂｉｌｌ　Ｇｕｎｓｔｏｎ，Ｔｈｅ　Ｏｓｐｒｅｙ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ｓｐｒｅ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０．



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与中美冲突管控

动层面综合因素。

以军费为衡量指标始终是相关研究的主流做法，但是军费数据的使用往

往存在准确性或代表性问题。数据本身存在不同来源、透明度、计入标准等

要素。此外，数据的含义无法通过数字简单对比来体现，无论是总体军费、

增速等宏观和粗线条数据，还是装备费用占比、各军种占比、训练与使用占

比、研发等细部数据，都不能体现一国 （特别是大国）的体系能力与安全需

求。① 如图－１和图－２所示，无论是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

算还是中美两国官方所公开的数据，自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国不仅在军费支出的

绝对规模上难望美国项背，中国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比重也始

终显著低于美国。② 这显然无法支撑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体系定位中所强调的

大国战略竞争及相应军事准备。凭借此类单一数据来确定军事竞争存在与否

是不充足的，无法体现实际政策环境中国家的战略判断与行动依据。

图－１　智库估算的中美军费总量及其占ＧＤＰ比重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数据来 源：瑞 典 斯 德 哥 尔 摩 国 际 和 平 研 究 所 军 费 开 支 数 据 库 （ＳＩＰＲＩ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ｍｉｌｅｘ。

１９

①

②

祁昊天：《威胁迷思、美国角色与能力矛盾：欧洲防务行动层面的供给与需求》， 《欧洲研
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５—５５页。

感谢张诚杨对军费数据汇总整理所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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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官方数据显示的中美军费总量及其占ＧＤＰ比重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数据来源：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 （Ｕ．Ｓ．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ｏｍｂ／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ｓ／；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其中，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原始数据单位为 “亿人民币”，在此
按照当期汇率折算为 “１０亿美元”。

　　另一种做法是以装备衡量竞争。这一路径延续了对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

纪初不同阶段海军竞赛所强调的观察路径，更是自古以来中西方均依赖的一

种方法，如以兵车衡量国力的 “千乘之国”称谓，近代欧洲对于骑兵、火

炮、战舰数量的比对，以及近现代对于陆海空主战装备数量的比较等。这一

倾向不仅体现在学术和政策研究中，也在实际政策过程中被决策者所依赖。

但是，军事能力的建设与竞争从来是不同系统的集成结果，特别是在当前与

未来，其愈加表现为全领域、全系统、全谱系的体系性对抗。 “兑子”式的

理解不仅不能反映现实，反而阻碍我们对于军事竞争的认识。

以上这些不足给我们思考现实问题造成了阻碍，而它们又都与底层的军

事竞争定性问题有关。现有研究过于片面强调等量、同质军事力量的比较，

侧重观察经费、装备与人员等表象的军事能力发展。这种侧重线性、对称

性、静态可见能力的理解忽视了竞争的螺旋式演进，而偏重于 “显性”军事

能力忽视了军事竞争宏微观因素的互动，对此可通过关注军事竞争的 “隐

性”特征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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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国隐性军事竞争

本文所谓 “隐性”特征包括两重含义。一方面，军事能力的生成与呈现

具有隐性特征，在其发展周期中存在诸多不可见的要素，如政治经济结构、

体系化管理水平、技术研发路径等，这些要素并非总能够显性地体现于 “可

见”的军事能力，并且军事能力的生成周期如代际装备体系建设、人才队伍

培养、竞争与战争思想的演进均变得越来越长。另一方面，新质军事和作战

能力本身也愈加不再表现为显性的力量呈现，而多出现于 “不可见”的信

息、电、磁、网等作战域，改变了传统显性军事力量对抗中的信号作用机制

与博弈互动方式。体系对抗时代的大国军事竞争虽依然存在同质、同类型平

台的对抗，但更依靠体系层面不同类型平台或能力的搭配使用，包括非对称

的体系破击。而两种隐性特征的加成，使我们需要在所关注的对称性、线性

与显性竞争表象之下，进一步探究 “不可见”因素的性质和影响方式。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前所谓 “大国竞争”时，从现有理论来看，中美

两国关系的状态并未进入类似近现代列强竞赛、美苏冷战那种显性的对称

性、线性军事竞争中，但与此相关的政策宣示与区域博弈形势又具备常识认

知下的竞争特征。特别是作为体系霸权国的美国对此有刻板认知，一再明确

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并做相应准备，直接推动了国际军事安全态势趋向

紧张。① 此外，以美国为代表推动的军事现代化演进，在微观和行动层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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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美国的 “大国竞争”定位与应对，参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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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高度示范效应，军事大国普遍出现了高度同质性的调整，均注重强化信

息化作战能力、提升应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冲突的能力、强调诸军兵种深化

联合与融合以适应不同作战域等。① 那么，在隐性竞争视角下，我们应如何

对军事竞争加以定性？

本文采取一套较为简单、灵活的标准。考虑到大国军事能力对比伴随整

体国家实力均衡发生动态改变，那么当既有霸权或守成国针对后发、挑战或

崛起国 （崛起国并非一定是挑战国）进行成体系的军事力量调整时，军事竞

争也便显现。与现有理论相比，这一或可称为 “调整”解释的定性方式看似

简单，但能够更全面地包含大国军事竞争的特征，即动态性、长期性和演

化性。

表－１　大国军事竞争的维度

竞争主体 竞争领域 竞争指标

既有解释 主体静态对比 单一领域、对称竞争 显性指标 （如军费、装备）

“调整”解释 主体间性与动态塑造 多领域、体系竞争
隐性指标 （如动员、研发、
技术转化能力）

美国作为全球军事领域的领跑者，近几年针对大国对抗环境和新对手、

新作战场景的调整非常明显。美国依然拥有全面优势，包括硬件方面的全球

基地网、质与量皆领先的军事装备体系、最为完善的全球态势感知网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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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方面，美国在资源动员和整合、训练和作战思想创新等方面都拥有最

为丰富的经验。美军坐拥优势地位却依然进行调整，主要原因在于其静态优

势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大国竞争需求。在大国竞争的自我认知定位下，美国确

认存在如下主要竞争能力不足：战备水平不理想、作战平台与体系的领先程

度不足、军队作战思想与军队组织方式不符合大国军事竞争需要等。而进行

全谱系、大范围的调整，无论主观认知如何，都意味着美国与其所定位的大

国竞争对手之间已处于客观军事竞争状态。

这一竞争具有上文所述的 “隐性”特征。一方面，竞争的展开并非一蹴

而就，霸权国的调整是竞争显性化的开始，但隐性部分早已发生。大国军事

竞争所涉及的能力生成愈加依靠长期科技、经济、产业、动员、组织等多方

面能力的积累与集成。另一方面，当前军事体系调整主要瞄向低显示度的技

术、战术、战法使用以及软性能力支撑，而非传统的 “可见”能力如军费、

员额、装备等等。如果说 “显性”竞争所体现的主要是可见、静态要素，那

么 “隐性”竞争视角便突出了作战方式的长周期演化和当代军事对抗的新

特征。

第一，在竞争展开方面，既包括作战思想、军事条令的演变 （如同样装

备体系在不同作战指导原则和实践方式下所呈现的效果不同），也包含军事

能力的生成方式，而非静态的军费、装备、员额等显性指标。大国军事竞争

由于涉及面广、耗资大、能力实现难度高，包括能力转化问题，这种 “隐

性”竞争要素或可理解为军事能力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在 “生产关系”方面，美军 “联合全域作战”的产生是这一隐性竞争演

化特征的典型代表。从２０１６年 “多域战斗”（Ｍｕｌｔｉ－Ｄｏｍａｉｎ　Ｂａｔｔｌｅ）概念的出

现，到２０１７年初步成型的 《多域战２０２５—２０４０》，然后到２０１８年底将 《多域作

战中的美国陆军２０２８》升级为 “多域作战行动”（Ｍｕｌｔｉ－Ｄｏｍ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概念

１．５，再到之后发展为 “全域作战” （Ａｌｌ－Ｄｏｍ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联合全域”

（Ｊｏｉｎｔ　Ａｌｌ－Ｄｏｍａｉｎ）概念。这一转变从作战思想、装备要求、人员培养甚至未

来长远的组织机构和军种特征等方面，都是针对对手能力提升而进行的长周

期、全谱系、全系统、跨部门的调整方案，其中更包含大量不确定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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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种政治、军费政治，调整方案本身的有效性、实验性。① 在 “生产力”方

面，现有文献大多强调统计、分类、比较已出现的装备种类、质量、数量或

军费、员额等指标，而较少涉及大国军事竞争能力生成的隐性环节。而军事

竞争中的能力建设不是离散和突然迸发的，而是连续演进的，既包含长期积

累，也包括当代大国军事竞争中的军民、军地融合发展。② 例如，中国军事

能力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进步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隐性”特征意味着由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军事领域的使能技术

与战术应用，存在非线性演化，无法完全进行确定性的预判，具有某种 “涌

现”特征，即在由部分到整体发展和呈现的过程中，整体的特征 （如军事安

全能力生成）并非总能在其组成部分 （如军事能力发展过程的每一个步骤）

得到体现。③ 此处， “弯道超车”这一相关概念便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辨析。

对于军事竞争角度的弯道超车，本文将其定义为：通过快速应用新的军事技

术或作战模式，在敌方尚未掌握对等或应对能力时，便通过跳出原有竞争环

境而迅速完成跨代，进而使对方在传统路径上的长期积累失去优势。历史上

不乏这样的案例，如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雷达上舰、英国在不列颠空战

前部署的防空雷达网，分别打破了日军飞行员白昼辨星和传统操炮优势以及

德军机群突袭的效果。因此，满足弯道超车需要达到两点，其一，自身突破

原有路径实现跨代发展，其二，自身所具有的新质能力迅速抵消对方在原有

路径上的长期积累。但是从大国军事竞争的 “隐性”演化视角来看，这种情

况整体而言则并非常态。此处并不否认技术发展可能存在的 “爆炸性”，也

６９

①

②

③

祁昊天：《大国竞争、经济压力与军事转型：后疫情时代美国总体安全态势演进》，《国际政
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６７—１８３页。

张成岗：《全球化时代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基于军民知识融合视角的历史梳理与未来展
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７年第１７期，第１０—２０页；许毅达等：《军工集团军民融合改革
发展刍议》，《国防科技工业》，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３０—３２页；祁昊天：《总体国家安全能力的生产方
式变革：大国竞争、科技演进与军民融合发展》，载王缉思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２０１９ （上）》，
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８１—１９０页。

对涌现论的介绍及支持，可参见Ｐｈｉｌｉｐ　Ｃｌａｙｔ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Ｐ．Ｃｌａｙ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Ｄａｖｉｅｓ，ｅｄｓ．，Ｔｈｅ　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ｉｓ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３１；Ｊａｅｇｗｏｎ　Ｋｉ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Ｃｏｒ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Ｖｏｌ．１５１，Ｎｏ．３，２００６，ｐｐ．５４７－５５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ｍｓａｔ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Ｈｏｎｅｓｔ”，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Ｖｏｌ．１５１，Ｎｏ．３，２００６，ｐｐ．４４５－４７５；
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ａ　Ｃｏｒｒａｄｉｎｉ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ＯＣｏｎｎｏｒ，ｅｄ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
Ｊａｓｏｎ　Ｍｅｇｉｌｌ，“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ｘｉｏｍａｔｈｅ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４，２０１３，ｐｐ．５９７－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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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认局部竞争出现全新路径的可能，相反，本文所强调的正是军事能力生

成的非线性属性。军事竞争的局部变革基于竞争状态下的长期演进与积累和

能力发展的沉淀，在竞争要素、竞争方式、竞争表现上，隐性视角下的军事

竞争无法用局部的弯道超车一言以蔽之。

表－２　军事竞争的显性与隐性视角

竞争要素 竞争方式 竞争表现

显性视角 力量构成内容 质、量对比　 螺旋上升

隐性视角 力量生成模式 军事能力转化 共同演进

以当前中美军事竞争为例。近年来，美国 （乃至整个西方）对于中国军

事能力迅速成长的关键认知之一，便是中国空、海力量的快速发展，如中国

掌握并成建制列装第四代隐形战机，抹平与美国的代差。歼－２０型战斗机从

研制、试飞到列装的效率之高，似乎是弯道超车的一次体现，但其背后实为

由战略高层、军队、基础科研、军事工业体系及相关系统所组成的整个庞大

体系在国防战略定位、军事作战思想、科学基础研究、技术储备与研发、工

程项目管理、人员培养等诸多领域的长期积累。而其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

内列装部队，并使中国空中力量的技术水平一跃成为全球最前列水准，也得

益于几十年来一系列关键子系统和系统整合方面的积淀。例如，经过歼－９、

歼－１０的积累，成都６０１所对于鸭式布局的整体气动设计水平达到了世界一

流，保障了在关键部件 （如发动机）无法与美国等强国抗衡的前提下，对歼－

２０的整体气动设计实现了系统优化。而军用电子工业、隐身设计、风洞群建

设的长期积淀为该型机的航电水平、隐身要求、超巡、超机动能力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和迭代条件。① 可以说，不存在任何无源无本的 “井喷式发展”，而

传统军事竞争视角在关注现时段、静态竞争的同时，往往忽略竞争、能力演

７９

① 徐博、杨柳：《砥砺勇超越，凌云再奋飞———纪念歼－２０战机首飞十周年》，《国防科技工业》，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３２—３５页；张强：《拿下隐身测试，让雷达再无 “战绩”》，《科技日报》，２０１８年
５月３０日，第５版；呼涛、李响：《某新型战机总设计师杨伟：以自主创新探索航空装备的 “中国方
向”》，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３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０３／０８／ｃ＿１１２０５９３０４４．
ｈｔｍ；张玉清、张汨汨、程果：《“科技兴军是科学家的重要责任”———访歼－２０总设计师杨伟》，新华
网，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０５／３１／ｃ＿１２９８８４４８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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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忽视未来潜在的改变在当下已出现的蓄势。

军事体系演进真正实现革命性的变化则是典型的量变引发质变过程，但

如缺乏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实现整体赶超则是不可能的。显性军事竞争视

角将关注点置于当下，而大国军事竞争隐性又意味着竞争存在于数十年间的

方向选择、成本投入、系统管理与评估，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当然由于其

中包含 “方向选择”问题，大国军事竞争也的确存在局部后发优势或弯道超

车的情况。例如，中国的米波反隐身雷达设计依靠的便是新的雷达体制，而

由于美国过去长期对反隐身没有战术需求，并未在该领域做过认真的投资和

积累。① 以海军为例，目前美国的反隐身路线主要体现为 ＡＮ／ＳＰＹ－６雷达，

其基本方式就是提高这款Ｓ波段相控阵雷达的能量孔径积，虽简单可靠但成

本高昂，② 在这方面中国的体制是领先的。此类例子虽非寥寥个案，但从大

国军事竞争的整体来看，光聚焦于四两拨千斤或以巧取胜，便是以偏概全

了。大国军事竞争具有天然的长期性、非线性、演化性和隐性特征。全谱

系、大规模的竞争所呈现的是整体积累与能力转化，这一积累和转化能力才

是竞争核心所在。

第二，在军事能力特征方面，当下主要新质军事和作战能力发展多体现

在电磁与网络空间、无人化、指挥控制、辅助决策、信息处理、高速载具、

高速弹药等领域，军事斗争和能力展现方式均不似传统军事竞争，即通过展

示显性力量来发送博弈信号 （如威慑场景），或依靠使用有形主战装备来实

现军事目标。高技术军事冲突新模态之 “新”，主要体现在多个作战域相融

合的场景中，突出了军事对抗的速度、低可见度和基于瘫痪指挥、信息等重

要节点的体系破击，其中攻势行为、先手优势的诱惑增大。

中美等主要军事大国均将军事转型的内容和方向聚焦于以下特征：大大

提升战场速度；显著增高信息维度和处理难度；不断缩短 ＯＯＤＡ链条 （侦

８９

①

②

李颖、刘霞：《在雷达探测之路上砥砺前行———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首席科学家、雷达专家
吴剑旗》，《科技日报》，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第１２版；《吴剑旗：让隐身战机无处遁形》，新华网转引
《安徽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ｍ．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ａｈ／２０１８－０２／２５／ｃ＿１１２２４５０１０１．ｈｔｍ；《中
国工程院２０２１年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候选人名单公布》，人民网，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ｈｔ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１／０６０２／ｃ１００４－３２１２０３２３．ｈｔｍｌ。

“ＡＮ／ＳＰＹ－６ （Ｖ）Ａｉｒ　＆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ａｄａｒ”，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ａｖｓｅａ．ｎａｖｙ．
ｍｉｌ／Ｐｏｒｔａｌｓ／１０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ｓ／ＳＮＡ－ＡｂｏｖｅＷａｔ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ｓ．ｐｄｆ？ｖｅｒ＝２０１７－０１－１２－１４２０３２－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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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调整、决策、行动）；愈加重视力量部署、搭配使用及功能的灵活性，

如核常兼备能力；重视提高对时间敏感目标的打击能力；新质战斗力特别集

中于电、磁、网、信息等非 （低）可见领域；重视提高首次打击的有效性等

等。新的军事体系对抗机理弱化了传统冲突博弈的反应与响应时间、重复回

合数、力量与相关信号的可见性与辨识度，因此，战略和战术信号被误读的

可能性提高，或信号接收方的误读风险提高，导致危机升级的可能性提高。

所有这些特征都可能在不同层面削弱当前包括核战略和常规领域的相互威慑

与稳定基础。①

三、战略与技术层面的大国军事竞争稳定性

在隐性军事竞争条件下，冲突在何种条件下更容易爆发？在关于大国竞

争、军事竞争的讨论中，一个主要关注点为国家相对实力及相应的博弈方式

与互动结果。由于本文所讨论的军事竞争基本标准为领先国对后起国的针对

性调整，因而将主要聚焦于实力转移理论。②

实力转移理论的思想基础之一为霸权国的存在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了

基础。③ 而实力均衡的变迁与相应权力、势力平衡的动摇则可能引发冲突。

早期实力转移理论认为，如果相对权力即将发生 “交叉”，而不断崛起的大

９９

①

②

③

如当前大国军事竞争能力发展中重要的高超声速导弹能力及影响，参见 Ａｂｅｌ　Ｏｌｇｕ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Ｇｌｉｄ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Ｕｓｅ”，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Ｓｐｅｉｅｒ，ｅｔ　ａｌ．，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ｉｎ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ａ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Ｗｅａｐｏｎｓ，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Ｅｌｅｎｉ　Ｅｋｍｅｋｔｓｉｏｇｌｏｕ，“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９，Ｎｏ．２，２０１５，ｐ．５１。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中的ｐｏｗｅｒ可被理解为权力、实力或势力，内涵相对较为弹性。实力均衡的
变化不一定必然带来权力、势力这两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特征改变，权力与势力意味着实力之外的很多
因素，包括国际社会的权威、联盟体系、规则塑造和影响力等等。所谓权力转移可以在不同角度与话
语情境中理解为实力、势力或权力的转移。为了简化讨论起见，并考虑到本文所探讨的军事竞争形成
条件，此处及后文将主要表述为 “实力 （相对）转移”，但同时不排除在实力与势力、权力之间存在
关联性。

Ｃ．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１９２９－１９３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Ｓ．
Ｋｒａｓｎｅｒ，“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８，Ｎｏ．３，１９７６，

ｐｐ．３１７－３４７；Ｒ．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ｓ，１９６７－１９７７”，ｉｎ　Ｏ．Ｈｏｌｓｔｉ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１９８０；Ｒ．
Ｇｉｌｐｉｎ，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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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目前主导大国所支撑的国际体系不满意，双方便可能发生冲突，此时的

潜在冲突挑起方为崛起、挑战国，而一个满意的崛起大国为实力转移之后的

权力和平过渡提供了可能性。① 其中，当超越即将发生时，冲突的风险最大。

另一种相反观点则认为，当实力或权力发生转移时，潜在的冲突挑起方并非

崛起国或挑战国，而是守成国或霸权国。其逻辑核心为承诺问题，即当崛起

国许诺在自身实力相对增强后不对当前霸权国提出过分要求时，霸权国并没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承诺的有效性。②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霸权国无法信

赖新兴大国信守未来和平共处和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安排的承诺，其便存在发

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根据这一逻辑，冲突风险同样随着实力转移超越点的

临近而增大。

此外，另有文献扩展了实力转移理论的讨论。这些观点包括但不限于实

力转移可以发生在区域而非国际体系场景，③ 满足感和实力、权力共同作用

导致实力转移时爆发冲突。④ 在实证方面，也有研究认为，所谓实力或权力

转移对战争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如果测算所有敌对关系案例，整体效果是很

微弱的。⑤ 总之，关于实力转移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间冲

突的问题，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发现。本文重点并非针对实力

转移理论本身进行全面验证，而主要关注其与大国军事竞争发生联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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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Ｆ．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Ｋｎｏｐｆ，１９６８；Ａ．Ｆ．Ｋ．Ｏｒｇ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Ｊａｃｅｋ　Ｋｕｇｌｅｒ，Ｔｈｅ
Ｗａｒ　Ｌｅｄｇ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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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８２－１０７；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１９１４”，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　ｅｔ　ａｌ．，ｅｄ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９，Ｎｏ．３，１９９４，ｐｐ．３７９－４１４；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
“Ｗａｒ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０，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１６９－２０３；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６，Ｎｏ．３，
２０１２，ｐｐ．６２０－６３７．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ｅｍｋ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ｄ，“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ｅ　Ｓｏｙｓａ，Ｏｎｅ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ｋ”，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２，Ｎｏ．４，１９９８，ｐｐ．５１１－５１６；Ｊｏｈｎ　Ｒ．Ｏｎｅａｌ　ｅｔ　ａｌ．，“Ｂｕ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Ｌｅｍ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２，
Ｎｏ．２，１９９８，ｐｐ．５１７－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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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后文探讨将采用较普遍的国际体系层面观点。①

在实力转移及相应军事竞争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此处将从微观技—战术

和宏观系统—战略两个维度关注体系的稳定性。本文认为，宏观、微观两方

面的双重信息确定性问题将影响大国间的战略稳定，而当前大国军事竞争很

可能存在双重不稳定性压力：一是在结构和政治、战略层面，国家实力相对

平衡改变前后出现的 “预补偿困境”；二是军事技术和行动层面出现的 “优

势悖论”。二者的根源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隐性竞争条件下的信息问题。

前者是指在隐性竞争视角下的大国军事竞争具有演进性、非线性、长期

性，如何对己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做出合理判断具有先天的困难，而根据

前述实力转移理论所描述的状态，基于能力判断基础上的和平博弈互动取决

于双方实力对比是否超越临近点，因此当转移 （即竞争）速度和程度较高

时，军事竞争中的后起方需要对守成方预先提供政治补偿，以稳定博弈回

合。而在隐性竞争环境下，这样的补偿条件将愈加苛刻，故而称为 “预补偿

困境”。

后者是指随着军事作战体系和指导思想的变化，大国军事竞争的 “隐

性”特征除了表现为军事体系长期非线性演化，还表现为对常规领域新质能

力的侧重发生改变，在保障自身生存能力的基础之上愈加强调先发制人的打

击能力，攻势优势的诱惑力提升，而其结果却可能是两败俱伤的悖论，故而

称为 “优势悖论”。既有对于军事组织的攻防偏好与相对优势已有较多论述，

在当前技术发展条件下，基于主要军事大国作战思想演变和发展的趋势，攻

势偏好已占据上风，而这种条件会增大大国和平博弈的难度。

综合两个层面的因素，本文认为，实力转移的强度将影响和平博弈互动

持续进行 （即不被军事冲突打断）的基础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侵蚀。而

在技术层面，以新技术、新装备、新思想为依托的作战方式，则可能干扰传

统的威慑稳定基础、提高风险误判的可能和对进攻能力的依赖。在此基础

上，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不同于既有文献的框架，以理解当前大国军事竞争

的稳定性与管控问题。

１０１

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选择并不影响后文论述框架的内在效能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以及未来研究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扩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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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国隐性军事竞争的战略与技术稳定性

实力转移程度与速度

（战略及国际体系结构层面）

较大 较小

隐性属性下的进攻优势

与先手动机 （技术及军
事行动层面）

较大

场景１：最不稳定状态
军事稳定基础弱

战略预补偿难度高

场景２：防范军事冒险
军事稳定基础弱

战略预补偿难度低

较小

场景３：军事压舱石
军事稳定基础强

战略预补偿难度高

场景４：较稳定状态
军事稳定基础强

战略预补偿难度低

如表－３所示，当大国隐性竞争在技术和军事行动层面体现的攻势诱惑、

先手动机较大时，稳定属性较低，反之较高。当实力转移即竞争烈度较大

时，崛起或挑战国 （崛起国不一定必然是挑战国）给予守成国预补偿的难度

较大，反之较低。这两个维度的组合构成四个象限，分别表现为：场景１，

系统稳定性最差，冲突管控难度最高；场景２，系统稳定的微观军事基础较

弱，需要稳定的国家间政治关系和国内军政关系加以约束；场景３，微观军

事动机较有利于和平互动，政治关系需加以管控，军事关系成为和平压舱石；

场景４，战略与战术层面的冲突管控难度均较低。后文将以博弈建模的方式探

讨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及其交叉影响，并通过博弈建模对该框架展开说明。

四、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与进攻优势

本节将通过形式化建模，首先对前述大国隐性竞争条件下的战略稳定失

衡及其影响进行探讨，继而将通过建模的方式，首先呼应前述军事技术演变

现状，并在下一节引出战略与结构层面实力转移所引发的困境。①

２０１

① 后文两节的建模基础为战争起因的理性选择解释路径。相关部分代表文献包括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Ｊａｍｅｓ　Ｆｅａｒ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９，Ｎｏ．３，１９９４，ｐｐ．３７９－４１４；Ｒｏｂｅｒｔ　Ｐｏｗｅｌｌ，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２００２，ｐｐ．１－
３０；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Ｗａｒ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Ｔｅｒ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３，Ｎｏ．３，１９９９，ｐｐ．５６７－
５８７；Ｄａｎ　Ｒｅｉｔ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ａ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Ｎｏ．１，２００３，

ｐｐ．２７－４３；Ｂａｈａｒ　Ｌｅｖｅｎｔ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ｉｓｌａｖ　Ｓｌａｎｔｃｈｅｖ，“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Ｐｅａｃｅ：Ａ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１，Ｎｏ．４，２００７，ｐｐ．７５５－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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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１：基本博弈空间

根据战争理性分析模型既有文献，此处对其军事竞争部分进行相应完

善。假设如下模型，其中有两名局中人 （两国），Ｎ１ 与 Ｎ２。Ｎ１ 对 Ｎ２ 提出要

求ｘ，ｘ是两国之间可分利益Ｘ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具体的利益分割安排。Ｘ

∈ ［０，１］，ｘ∈Ｘ。Ｎ２ 可选择接受或否决，否决将导致两国竞争、危机升

级，存在失控、爆发冲突的风险。若Ｎ２ 接受，则双方收益分别为：ＵＮ１ （ｘ）

＝ｘ，ＵＮ２ （ｘ）＝１－ｘ。首先考虑单轮的情况。

双方落入军事冲突将分别付出成本ＣＮ１与ＣＮ２。由于军事冲突具有偶然

性，并考虑到 “战争迷雾”难以消散，此处依照一般的冲突建模惯例，假设

冲突结果随机，Ｎ１ 取胜的概率 （即相对实力地位）为Ｐ∈ ［０，１］，胜者得

到整个Ｘ。因而，若Ｎ２ 不接受Ｎ１ 的要求，双方收益分别为：ＵＮ１ （ｗａｒ）＝

Ｐ－ＣＮ１，ＵＮ２ （ｗａｒ）＝１－Ｐ－ＣＮ２。

首先假设Ｘ不可分，如多数情况下的领土。Ｎ１ 与 Ｎ２ 分别有两个策略选

择。Ｎ１ 选择是否提出要求并挑战当前 （Ｎ１ 认为不合理的）的格局，Ｎ２ 受到

挑战后可选择反制或默认，则此时的收益为：（１）Ｎ１ 不选择挑战，Ｎ１ 收益

为０，Ｎ２ 为１ （保有完整 Ｘ）； （２）Ｎ２ 妥协，则 Ｎ１ 得１，Ｎ２ 收益为０；

（３）爆发军事冲突，二者收益分别为Ｐ－ＣＮ１，１－Ｐ－ＣＮ２。在这样的基本模

型中，冲突爆发即Ｎ２ 面对挑战选择反制的条件为１－Ｐ－ＣＮ２≥０，即Ｐ≤１－

ＣＮ２Ｐ≤１－ ＣＮ２。而对Ｎ１ 来说，选择挑战的条件为Ｐ≥１－ＣＮ２，即 Ｎ２ 不选

择对抗，或Ｐ－ＣＮ１≥０，Ｐ≥ＣＮ１。也就是说，战争爆发 （Ｎ１ 挑战，且 Ｎ２ 对

抗）的条件为１－ＣＮ２≥Ｐ≥ＣＮ１，即当ＣＮ１＋ＣＮ２≤１时的ｐ值可引发战争。

继而假设Ｘ可分，Ｎ１ 可提出连续而非离散的要求，Ｎ１ 与Ｎ２ 可以议价分

割利益，设Ｎ１ 的要求为ｘＮ１∈ ［０，１］。ｘＮ１＝０意味着 Ｎ１ 不做任何挑战和要

求。若Ｎ２ 妥协，则Ｎ１ 收益为ｘＮ１，Ｎ２ 收益为１－ｘＮ１。如两国进入军事冲突

状态，二者收益同前，分别为Ｐ－ＣＮ１，１－Ｐ－ＣＮ２。此时，Ｎ２ 选择对抗的条

件为１－Ｐ－ＣＮ２≥１－ｘＮ１，因而对于Ｎ１ 来说，促使Ｎ２ 在战与和 （接受Ｎ１ 要

求）无偏倚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的条件为ｘ＊Ｎ１＝Ｐ＋ＣＮ２。Ｎ２ 和 Ｎ１ 都会满足于这一

利益分割方式，该选项也成为此博弈中唯一的子博弈精 炼 纳 什 均 衡

（Ｓｕｂｇａｍ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ＳＰＮＥ）。换句话说，在这一博弈中，战

争不会爆发，两国将以前者预期取胜概率与后者战争成本之和的方式对现有

利益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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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博弈局面呈现于图－３，与议价路径中通过博弈论讨论冲突问题的

基本模型并无区别。首先，任何满足ｘＮ１≥Ｐ－ＣＮ１条件的ｘＮ１都可以促使 Ｎ１
满足和平安排，而任何ｘＮ１≤Ｐ＋ＣＮ２条件的 Ｎ１ 要求都可以使 Ｎ２ 满足和平安

排。因此，在Ｐ－ＣＮ１与 Ｐ＋ＣＮ２之间，两国将寻求议价而非冲突，而挑战国

的要求将为Ｐ＋ＣＮ２。

图－３　大国军事竞争的基本博弈空间

（二）模型２：进攻优势认知与防御能力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在完全信息和静态条件下，双方可以避免冲突爆发。以下

考虑两种情况，分别对应当前大国军事竞争的两项挑战，即生存悖论与预补

偿承诺困境。两者的出现都是基于信息不充分的问题，前者是由于技术和行

动层面演进而带来的能力平衡不确定性，后者是两国相对实力转移而带来的

承诺不可信问题。

首先，考虑技术进步及相应进攻能力提高后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与战略

乐观判断问题。在非完全信息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存在私有信息的条

件下，假设 “自然”（Ｎａｔｕｒｅ）决定 Ｎ１ 与 Ｎ２ 之间的真实军事能力、特别是

攻防能力对比，也即Ｎ１ 在冲突中的获胜概率为Ｐ。① 以高超武器所带来的改

变为例，基于高超武器对防御系统的穿透能力判断，我们假设 Ｎ２ 拥有较为

完整的防御体系，但并不专为高超防御所设，而为原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

修补升级，如完善加强态势感知、搜寻跟踪系统等，且也仅有 Ｎ２ 自身完全

清楚该套防御体系应对高超突防和打击时的效能，Ｎ１ 则不清楚。自然对实际

攻防能力的决定分别为ＰＨ和ＰＬ，分别为 Ｎ１ 相对能力高与低 （即 Ｎ２ 相对防

御能力低与高）时的能力对比与Ｎ１ 取胜概率，所以可假设ＰＨ＞ＰＬ，且ＰＨ＋

ＰＬ＝１。假设两个概率出现的可能性随机，分别为μ、ρ，μ＋ρ＝１。ｐＨ是具有

进攻能力优势时的优势程度，μ为处于这一优势能力状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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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２ 了解自然的实貌，Ｎ１ 不清楚，对于 Ｎ１ 而言，Ｎ２ 可分为强与弱两种

类型。至此，我们可将该非完全信息议价博弈转化为非完美信息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议价博弈，通过引入概率分布来确定博弈均衡。博弈初始时，

“自然”根据概率分布选择Ｎ２ 类型，强类型选择对抗的可能性高，弱类型屈

服的可能性更大。

具体而言，Ｎ１ 提出要求ｘＮ１，当Ｎ２ 相对较弱时 （自然选择ＰＨ），当１－

ＰＨ－ＣＮ２≤１－ｘＮ１ （同前，冲突收益小于或等于妥协收益），Ｎ２ 选择妥协。因

此这种情况下，Ｎ１ 的选择应为ｘＨ＝ＰＨ＋ＣＮ２。当 Ｎ２ 相对较强时，同理，ｘＬ
＝ＰＬ＋ＣＮ２。

图－４　大国军事竞争的强弱类型差异与冲突门槛

显然，在这样的议价区间中，ＰＬ＋ＣＮ２对 Ｎ１ 来说是安全选择，此时不会

有任何冲突风险，因为 Ｎ２ 一定会接受。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上的不确定性，

Ｎ１ 可以基于对自身进攻能力的信心，尝试选择ＰＨ＋ＣＮ２。何时 Ｎ１ 可以做出

这种尝试并承担风险？通过比较不同选择的预期收益，我们可以得到答案。

对于Ｎ１ 来说，当选择低要求，其预期收益为：

ＵＮ１ （ｘＬ）＝ｘＬ＝ＰＬ＋ＣＮ２
当Ｎ１ 冒着军事冲突风险选择高要求时，其预期收益为：

ＵＮ１ （ｘＨ）＝μｘＨ＋ρ（ＰＬ－ＣＮ１）

即强Ｎ１ 获得高要求与实际为弱 Ｎ１ 进入冲突的预期收益，代入相关值，

可得：

ＵＮ１（ｘＨ）＝μ（ＰＨ＋ＣＮ２）＋ρ（ＰＬ－ＣＮ１）

＝μ（ＰＨ＋ＣＮ２）＋（１－μ）（ＰＬ－ＣＮ１）

＝μ（ＰＨ－ＰＬ＋ＣＮ１＋ＣＮ２）＋ＰＬ－ＣＮ１

　　如果 ＵＮ１ （ｘＨ）＞ＵＮ１ （ｘＬ），Ｎ１ 将尝试在不确定对方实际防御能力且对

自身攻击能力自信的前提下冒险提出高要求：

μ （ＰＨ－ＰＬ＋ＣＮ１＋ＣＮ２）＋ＰＬ－ＣＮ１＞ＰＬ＋ＣＮ２

μ （ＰＨ－ＰＬ＋ＣＮ１＋ＣＮ２）＞ＣＮ１＋Ｃ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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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２ＰＨ－１）＞ （１－μ）（ＣＮ１＋ＣＮ２）

Ｐ＊Ｈ＞
（１－μ）（ＣＮ１＋ＣＮ２）＋μ

２μ
也就是说，在技术与行动层面的军事竞争加强了进攻能力，但并未给予

攻击方关于对方防御能力足够的明确信息时，例如现实中具备高超声速武器

能力的国家并不完全确定具有反导能力国家的真实探测与拦截能力，若ＰＨ足

够大，前者承担风险的意愿会更强；当双方作战成本增大，风险意愿会降低
（这并不意外，符合所有情况）；当μ增大时，风险门槛降低，即便ＰＨ不够
大，Ｎ１ 依然可能有较大的风险意愿。

对于 Ｎ２ 而言，Ｎ１ 提出低要求时 Ｎ２ 的预期收益为１－ｘＬ，即１－ＰＬ
－ＣＮ２。

在Ｎ１ 提出高要求时，其预期收益为：

妥协：μ （１－ｘＨ）；对抗：ρ（ＰＬ－ＣＮ２）ρ（ＰＬ－ＣＮ２）

和平的条件为：μ （１－ｘＨ）＞ρ（ＰＬ－ＣＮ２）

可得： μ （１－ＰＨ－ＣＮ２）＞ （１－μ）（ＰＬ－ＣＮ２）

μ＊＞
１－ＰＨ－ＣＮ２

２ （１－ＰＨ－ＣＮ２）
＝１２

也就是说，当μ＞
１
２
时，Ｎ２ 接受Ｎ１ 的高要求而妥协。

当μ＊＝
１
２
时，Ｐ＊Ｈ ＝

（１＋ＣＮ１＋ＣＮ２）
２

。

因而我们可得，在该模型下，Ｎ１ 尝试冒风险提出高要求的精炼均衡为

μ＊＝
１
２
，Ｐ＊Ｈ ＝

（１＋ＣＮ１＋ＣＮ２）
２

。当攻势优势显著，即μ值提高时，风险意愿

也会相应提高。因此，Ｎ１ 和 Ｎ２ 的角色完全对称，若进行互换，结论保持

不变。

对应表－３，此处反映的即为场景１的特征，当大国隐性竞争下技术维度

的攻势优势相对较大时，军事竞争中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先手冲动，发动冒险

行动的门槛降低，军事竞争下的国际体系稳定性遭到冲击。

此外，本节的发现对现有攻防理论可以提供一定的扩展补充。以杰维斯

的攻防理论为例，攻防功能的可区分性与攻防何种占优，共同构成了竞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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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行为的影响矩阵。① 当进攻占优且攻防可区分时，此时体系的稳定性存

在问题，但没有安全困境的困扰。当进攻占优而攻防不可分时，此时体系稳

定性最差；当防御占优且攻防可分时，此时体系稳定性最佳；当防御占优且

攻防不可分时，此时体系存在安全困境。这一分析框架为从技术和军事行动

层面理解大国竞争稳定性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参照，但其中有一个象限的理

论和实证涵义很不清晰，即进攻占优且攻防可区分。不同于另外三个象限中

的高度不稳定、高度稳定与安全困境，这一象限的指向十分模糊，侵略和对

现状的破坏是可能的，但具体如何呈现？本节的讨论为扩展该象限、更加明

确的预测竞争行为提供了可能。

当前大国隐性军事竞争的技术层面形态比较接近于杰维斯所描述的进攻

占优且攻防可分状态。在当下的军事体系转型中，虽然存在大量多功能、通

用平台和底层技术，既可用于进攻也有助于防御，如信息数据的处理能力、

辅助智能化平台、战场态势感知体系等，但是在攻防之间依然存在相对清晰

的分野，即攻防可分。因而，在此基础上，细化该象限的主要额外因素是竞

争双方对进攻占优概率的判断。

表－４　杰维斯攻防理论及其延伸

攻防优势与区分度
攻防区分度

高 低

攻防优势
进攻占优

侵略行为存在可能

无安全困境

＊扩展：
对进 攻 相 对 占 优 的 判 断
（体系处于进攻优势的概
率）

高：冒险行为概率较高

低：冒险行为概率较低

冲突风险最高

防御占优 稳定性最高 安全困境　　

根据这一模型推导，双方主观认知可以是不一样的，而非像既有研究那

样假设为客观存在的常量。由于存在私有信息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如前述对

于其中一方防御能力的实际效能认识，进攻优势实质表现为两个概然因素，

而非既有理论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概率是体现进攻优势的获胜概率，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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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处于进攻优势的概率。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假设在当前大国军事竞争

中，由于技术层面 “隐性”特征的存在，先发制人是有诱惑力的，因此可以

假设前者存在。但是，后者的存在意味着在某个临界值上下，存在大国军事

竞争的不同表现，高于此值，该国采取主动攻击性和冒险行为 （高要求）的

可能性大，体系稳定性差，而低于此值时，稳定性相对较好。也就是说，如

果对于攻势占优的判断概率相对较低，竞争环境存在从进攻占优向防御占优

且区分度高即高稳定性象限过渡的可能。这是隐性视角下大国军事竞争的变

数之一，也是对既有攻防理论的一种补充与完善。

五、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与实力转移

本节将考虑不同轮次博弈之间双方相对实力平衡发生改变的情况，即军

事竞争可能显现的条件。出于简化讨论的考虑，并参考通常建模假设，此处

首先假设该博弈为两轮，并在结尾讨论多轮情况。正如军事稳定性的高低及

其攻防平衡基础影响着系统稳定性，军事竞争也会因为实力转移的不同表征

（速度、强度）、竞争双方的不同类型特点 （强硬或谨慎），而对系统的稳定

性造成不同影响。

（一）模型３：非完全信息下的实力转移

在每一轮博弈中，Ｎ１ 向Ｎ２ 提出要求ｘ１ 与ｘ２∈ ［０，１］，在两轮之间相

对实力出现对 Ｎ１ 有利的改变，可分为高 （Ｈ）、低 （Ｌ）要求。首先假设在

仅有的两轮之间，不存在折现问题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总价值不减少，而仅考虑

两轮之间前述ｐ值的变化，从Ｐ１ 改变为Ｐ２，Ｐ１＜Ｐ２∈ ［０，１］。Ｎ２ 可对 Ｎ１
的要求做出妥协 （Ａ，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和军事对抗 （Ｆ，ｆｉｇｈｔ）两种策略选择。若

首轮便开战，则不会有第二轮。

在第二轮 （即末轮）博弈中，阶段均衡 （ｓｔａｇ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需满足如下

条件：

Ｎ２ 选择军事对抗 Ｎ１ 要求的条件为：１－ｘ２＜１－Ｐ２－ＣＮ２，即 ｘ２＞

Ｐ２＋ＣＮ２。

因此，本轮子博弈均衡为Ｎ１ 提出ｘ２＝Ｐ２＋ＣＮ２的要求，Ｎ２ 接受。

逆推至第一轮，对于Ｎ２ 而言，在 Ｎ１ 要求ｘ１ 的前提下，Ｎ２ 两轮一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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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１－ｘ１＋１－ｘ２。由于ｘ２＝Ｐ２＋ＣＮ２，因此两轮均向 Ｎ１ 妥协的总收益为：

ＵＮ２ （Ａ）＝２－ｘ１－Ｐ２－ＣＮ２。

如果Ｎ２ 在首轮不接受Ｎ１ 要求，实力转移不发生，而做出军事对抗的预

期收益为：ＵＮ２ （Ｆ）＝２ （１－Ｐ１）－ＣＮ２。

接受ｘ１ 的条件为２－ｘ１－Ｐ２－ＣＮ２≥２ （１－Ｐ１）－ＣＮ２，即ｘ１≤２Ｐ１－Ｐ２。

所以当ｘ１＞１－Ｐ１－Ｐ２ 时，首轮便爆发冲突，而Ｎ１ 在第一轮能够提出的

最高要求便为该值。此时 Ｎ１ 的总收益为：ｘ１＋ｘ２＝１－Ｐ１－Ｐ２＋Ｐ２＋ＣＮ２＝

１－Ｐ１＋ＣＮ２。

Ｎ２ 总收益为 （１－ｘ１）＋ （１－ｘ２）＝１＋Ｐ１＋ＣＮ２。

这里我们发现，二者收益并不受Ｐ２ 影响，Ｎ１ 在第二轮变得更加强大并

没有改变收益，为何会如此？因为ｘ１＝１－Ｐ１－Ｐ２，该值小于Ｐ１，即Ｎ１ 为了

实现两轮都保持和平，在首轮进行了额外让步。这种让步可以被称为 “预补

偿”。其中的逻辑便是实力转移时保持战略稳定的关键。由于 Ｎ２ 预期第二轮

必然会有更小的收益，因此需要 Ｎ１ 在首轮为 Ｎ２ 提供一些额外和预先的补

偿，以确保Ｎ２ 不会在首轮便选择军事对抗，即图－５中的ｘ１。如此，Ｎ２ 在仍

有相对优势时，可考虑提前开战之外的选择，而 Ｎ１ 可在获得更好的相对实

力地位之前，通过一定的预先让步来赢得时间。那么在实力转移发生时，何

时可能会发生战争？何时这种预补偿措施会无效？可以尝试调整实力转移的

程度，如图－６。

图－５　大国军事竞争的实力转移与预补偿

当Ｐ２ 相对Ｐ１ 的变化速度、强度过大时，Ｎ１ 所能够提出的要求为负，也

就是说，此时Ｎ１ 不仅不再索取，而是向 Ｎ２ 付出。这便有两种情况；其一，

Ｎ１ 根本无法做出这种选择，因为最低的要求为维持现状，即０；其二，Ｎ１

在尚未获得更好的相对实力地位时，向Ｎ２ 单方面输利，但是很显然，在Ｎ１、

Ｎ２ 都预期实力转移可能在近期 （模型中的下一轮）发生时，这种额外的让步

对于Ｎ１ 来说是很难的，无论是与既有利益、认知的趋势不符，还是国内民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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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压力，如要实现便需要当政者非常大的决心、耐心与政治诠释、领导能

力。这种转变虽然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如美苏之间走向缓和时分别在国内需

要付出的政治成本，中国与美国酝酿缓和时所做的国内政治再动员与再教育

工作，但是这显然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形势判断向着有利于己方转变时。本

文称这种情况为 “预补偿困境”。

图－６　大国军事竞争的剧烈实力转移与预补偿

与此困境相关，在同一过程中，使承诺具有可信度将非常具有挑战性。

仍考虑图－６所示情形，Ｎ１ 许诺在第一轮不做多余补偿，而只要求Ｐ１，且许

诺在第二轮仍然做出同样要求，如此若不开战的话两轮总收益分别为：

ＵＮ１＝２Ｐ１；ＵＮ２＝２－２Ｐ１
而开战总收益分别为：

ＵＮ１＝Ｐ１－ＣＮ１；ＵＮ２＝２－Ｐ１－Ｐ２－ＣＮ２
显然，这样的和平比战争对双方来说收益都更高，可是在隐性竞争条件

下，由于对能力与意图的判断更加困难，霸权国缺乏足够的理由相信崛起国

会在实力地位相对提高后遵守前一轮的承诺，这样，便出现了表－３中的场景

１或３。军事稳定基础或有强弱之别，但战略预补偿的难度相对较高。霸权

国针对崛起国进行军事能力、部署和作战准备全方位调整，由此引发军事竞

争，而由于这种竞争的隐性部分早在实力转移的初期便已开始酝酿发展。对

于自身定位大国竞争、不信任崛起国内在性质与外在行为的霸权国而言，崛

起国预补偿的可信性与可行性都存在问题，后者说服前者的成本与困难也随

着实力转移强度与速度的提高而提高。

（二）模型４：实力转移后的不同类型与进攻优势

进而，考虑到实力转移的过程伴随信息不对称，当实力转移发生后，对

霸权国而言，崛起国不一定变得更加强硬，实力增长可能带来更加谨慎的政

策风格，以消纳增大的相关国内政治和社会成本。此时，Ｐ２ 区分为Ｐ２Ｈ与

Ｐ２Ｌ，两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分别为μ、ρ，μ＋ρ＝１。这可以理解为实力转移之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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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 “决心比”存在造成崛起国相对强硬和谨慎两种类型。

此处不必纠结两国分别的决心，因为绝对值没有太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政治

变量是其动武决心的互动比较结果。

可见图－７，“自然”决定实力转移发生后 Ｎ１ 为强硬型 （Ｎ１Ｈ）还是谨慎

型 （Ｎ１Ｌ），出现概率分别为μ、ρ，在冲突中的相应取胜概率分别为Ｐ２Ｈ与

Ｐ２Ｌ，结构实力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同样的取胜概率，而取决于政治决心。①

进而，在不同情况下，Ｎ１ 可如前提出高 （Ｈ）或低 （Ｌ）要求，② 而 Ｎ２
并不能够在不同类型的Ｎ１ 之间做出直接区分。Ｎ２ 此时可以做出的应对，如

前分为对抗 （Ｆ）与妥协 （Ａ）。我们可以根据前述三个模型的基本设定得出

不同情况下Ｎ１ 与Ｎ２ 的收益。

图－７　大国军事竞争中崛起国的不同类型与议价

在该模型中，存在多种策略组合的可能。两种类型可以进行分离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强 硬 型 选 择 高 要 求，谨 慎 型 则 不 一 定，亦 可 进 行 混 同

（ｐｏｏｌｉｎｇ），如强硬与谨慎型均作出强硬选择，即便这不符合谨慎型的初始意

愿，但若两种类型存在的概率处于某种状态，则对于谨慎型而言，便出现了

“不强硬白不强硬”的均衡选项，利用对方认为己方为强硬型的可能性获得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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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陈志颖对图形呈现所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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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收益。①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 Ｎ２ 在何种情况下对不同类型 Ｎ１ 做出的选

择如何进行判断。

首先考虑Ｎ１ 两种类型均选择提出高要求的混同均衡情况。设ｑ为高要求

出现后Ｎ２ 判断Ｎ１ 确为强硬型的概率，即ｑ＝Ｐ （Ｐ２Ｈ｜Ｈ）。

根据贝叶斯定理 （ＢａｙｅｓＲｕｌｅ）条件概率计算公式，可知：

ｑ＝Ｐ （Ｐ２Ｈ│Ｈ）＝
Ｐ （Ｈ│Ｐ２Ｈ）Ｐ （Ｐ２Ｈ）

Ｐ （Ｈ）

当Ｎ１ 确为强硬型时，一般可以假定没有理由选择低要求，② 且此处混同

策略假设两种类型均选择高要求，因此Ｐ （Ｈ│Ｐ２Ｈ）＝１，而由于只会出现

高要求，所以Ｐ （Ｈ）＝１，ｑ＝１＊μ１ ＝μ。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计算Ｎ２ 的预期收益。当 Ｎ２ 分别选择妥协和对

抗时：

ＵＮ２ （Ａ）＝ （１－ｘＨ）μ＋ （１－ｘＨ）（１－μ）＝ （１－ｘＨ）

ＵＮ２ （Ｆ）＝ （１－Ｐ２Ｈ－ＣＮ２）μ＋ （１－Ｐ２Ｌ－ＣＮ２）＊ （１－μ）

＝１－ＣＮ２－μＰ２Ｈ－ （１－μ）Ｐ２Ｌ
当Ｎ２ 在两种选择之间无偏倚时，ＵＮ２ （Ａ）＝ＵＮ２ （Ｆ）。

此时，μ＊＝
ｘＨ－ＣＮ２－Ｐ２Ｌ
Ｐ２Ｈ－Ｐ２Ｌ

。

因此，当μ≥
ｘＨ－ＣＮ２－Ｐ２Ｌ
Ｐ２Ｈ－Ｐ２Ｌ

，Ｎ２ 会选择妥协；

μ≤
ｘＨ－ＣＮ２－Ｐ２Ｌ
Ｐ２Ｈ－Ｐ２Ｌ

，Ｎ２ 选择对抗。

当Ｎ２ 判断高要求 （Ｈ）出现后Ｎ１ 确为强硬型的概率足够高时，即ｑ＝μ
≥μ＊，Ｎ１ 有理由维持混同策略，即便实际类型为谨慎型。也就是说，当 Ｎ２
的冲突代价高、Ｐ２Ｈ与Ｐ２Ｌ差距大时，Ｎ２ 更有理由相信实力转移后 Ｎ１ 处在强

硬类型状态。强硬型概率大，则谨慎型利用该概率并采取混同策略的可能性

便大，在守成国无法确认区分二者的前提下，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便会

降低。

进而，考虑Ｎ１ 强硬类型选择高要求，而谨慎类型选择低要求的分离策

２１１

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ｂｂｏｎｓ，Ａ　Ｐｒｉｍｅｒ　ｉｎ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ａｒｓ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２，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此处亦可对假设进行丰富，即强硬型选择弱信号，但其不在本文模型讨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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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情形。同样设ｑ为高要求出现后 Ｎ２ 判断 Ｎ１ 确为强硬型的概率，ｑ＝

Ｐ （Ｐ２Ｈ｜Ｈ）。

将其展开，可知ｑ＝Ｐ （Ｐ２Ｈ│Ｈ）＝
Ｐ （Ｈ│Ｐ２Ｈ）Ｐ （Ｐ２Ｈ）

Ｐ （Ｈ）
，由于分离策

略假设强硬型选择高要求，则Ｐ （Ｈ│Ｐ２Ｈ）＝１，由于此处两种类型分别选

择高低要求，因此Ｐ （Ｈ）即为强硬型出现的概率μ。因此，ｑ＝
１＊μ
μ
＝１，即

在分离策略下，Ｎ２ 看到Ｎ１ 选择高要求时，一定是强硬型。

问题在于，在这一分离策略基础上，谨慎型是否有动机偏离低要求？也

就是说，是否存在 “准分离均衡”（ｓｅｍｉ－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其中强硬型必定选择高

要求，而谨慎型则在高、低要求之间进行混合 （ｍｉｘｉｎｇ）。此时，有两个概率

需要进一步计算，且直接关乎 Ｎ１ 与 Ｎ２ 之间的稳定，一是谨慎型 Ｎ１ 提出高

要求的概率，二是Ｎ２ 观察到高要求后进行对抗 （即判断 Ｎ１ 实为谨慎型）的

概率。设前者为δ，后者为λ，Ｐ （Ｈ│Ｌ）＝δ，Ｐ （Ｆ│Ｈ）＝λ。

（１）若Ｎ１ 选择高要求，需要预期收益高于低要求，根据前述模型可知：

对于Ｐ２Ｈ而言，

Ｕ （Ｈ）＝ｘＨ （１－λ）＋ （Ｐ２Ｈ－ＣＮ１）λ＝ｘＨ＋ （Ｐ２Ｈ－ＣＮ１－ｘＨ）λ

Ｕ （Ｌ）＝ｘＬ

Ｕ （Ｈ）＞Ｕ （Ｌ），即强硬型总会选择高要求，

λ＞
ｘＬ－ｘＨ

Ｐ２Ｈ－ＣＮ１－ｘＨ
对于Ｐ２Ｌ来说，需要在高、低要求之间无偏倚，因而Ｎ２ 无从做出判断，

Ｕ （Ｈ）＝Ｕ （Ｌ）

Ｕ （Ｈ）＝ｘＨ （１－λ）＋ （Ｐ２Ｌ－ＣＮ１）λ＝ｘＨ＋ （Ｐ２Ｌ－ＣＮ１－ｘＨ）λ

Ｕ （Ｌ）＝ｘＬ

λ＝
ｘＬ－ｘＨ

Ｐ２Ｌ－ＣＮ１－ｘＨ
（２）若该均衡成立，还需要Ｎ２ 在妥协与对抗之间无偏倚，即 Ｕ （Ａ）＝

Ｕ （Ｆ），如前设有ｑ＝Ｐ （Ｐ２Ｈ｜Ｈ）

Ｕ （Ａ）＝１－ｘＨ

Ｕ （Ｆ）＝ （１－Ｐ２Ｈ－ＣＮ２）ｑ＋ （１－Ｐ２Ｌ－ＣＮ２）（１－ｑ）

＝１－ＣＮ２－ｑＰ２Ｈ－ （１－ｑ）Ｐ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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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ｘＨ－ＣＮ２－Ｐ２Ｌ
Ｐ２Ｈ－Ｐ２Ｌ

如前根据贝叶斯公式，ｑ＝
Ｐ （Ｈ｜Ｐ２Ｈ）Ｐ （Ｐ２Ｈ）

Ｐ （Ｈ）

此时，在准分离均衡下，Ｐ （Ｈ｜Ｐ２Ｈ）＝１，Ｐ （Ｐ２Ｈ）＝μ，Ｐ （Ｈ）＝

Ｐ （Ｈ｜Ｐ２Ｈ）＋Ｐ （Ｈ｜Ｐ２Ｌ），即两种Ｎ１ 类型选择高要求的概率和，分别为强

硬型概率本身μ、谨慎型概率与谨慎型选择高要求的概率 （即δ）乘积，

Ｐ （Ｈ）＝μ＋ （１－μ）δ。

因此，可得δ＝ μ
１－μ

＊
ＣＮ２＋Ｐ２Ｈ－ｘＨ
ｘＨ－ＣＮ２－Ｐ２Ｌ

，即δ与μ成正比，也就是说，当

实力转移后的Ｎ１ 为强硬型的概率越大时，即便其真实状态为谨慎型，进行

虚张声势即高要求的可能性也越大，在维持准分离均衡实现的条件下，当攻

防失衡、进攻能力提高时，μ值提高，Ｐ２Ｈ出现的概率便可能提高。而在这种

情况下，谨慎类型进行虚张声势的概率可能提高，相对实力均衡转移后的不

稳定性亦将增加。

准分离均衡的存在说明，实力转移后存在一种变数，即崛起国类型的模

糊性，由于 （ｘＨ－ＣＮ２－Ｐ２Ｌ）即μ需要大于０，我们可得到图－８，在其中可以

看到无论是低要求ｘＬ还是高要求ｘＨ，均比变更后的ｐ值与 Ｎ２ 冲突成本之和

要低，即ｘＬ＜ （Ｐ２Ｌ＋ＣＮ２），ｘＨ＜ （Ｐ２Ｈ＋ＣＮ２），这与不存在类型差异时的情

况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差异类型的存在，实质提高了实力转移发

生后的均衡可能，由于存在准分离均衡，当强硬型的概率 （μ）较高时，谨

慎型的崛起国能够在实力转移后实现更大要求。①

而为了满足这种情况，崛起国对高要求与低要求同时做出让步，但却可

能获得更为保险的较高收益。这也凸显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进行议价的微

妙技巧，即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有利于前者在表－３场景１、２之间实现利益的

优化，换言之，在一定军事稳定基础上，将对霸权国提出要求后和平过渡的

均衡置于相对更加可控的范围。

图－８　大国军事竞争中崛起国的两种类型与议价空间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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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四个隐性军事竞争模型，我们从基本的议价空间，到因技术特

征导致的战略稳定问题，再到实力转移所伴随的冲突议价，探讨了大国竞争

条件下冲突可能爆发的条件以及所需补偿机制和均衡条件。就军事技术角度

而言，攻防平衡影响先手行动的优势与效果，如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军事能

力的特点冲击了传统威慑平衡的战略稳定机制，而使冒险行动概率上升，稳

定性受到破坏。

就战略角度而言，能力的发展体现于量变累积导致的质变，霸权国触发

竞争显现的方式是针对崛起国进行军事能力与准备的调整，而高强度、高速

度的实力转移由于能够提高战略预补偿的难度，因而会降低系统稳定性。而

当崛起一方存在不同类型的可能时，在与霸权国的博弈中可以更好地重塑议

价空间，通过信号行为提高对方判断己方为强硬型的概率，并在和平博弈的

均衡中获得更大收益。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把简化了的两轮博

弈时间线拉长，在中长期的博弈中，霸权国对于崛起国属于哪种类型，是否

有能力、意愿进行预补偿，以及霸权国是否能够诚恳接受崛起国对于相对实

力地位变化后的合作承诺，既取决于霸权国的先验信念 （ｂｅｌｉｅｆ），也取决于

其信息更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下的后验信念。

在中长期博弈中，我们还需要考虑贴现率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问题，即未来

收益对于当期来说有多少实际价值，或者说是行为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在乎未

来。贴现率越高意味着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越高，牺牲短期不合作收益而换

取长期合作的驱动力便越强。结合模型２、３可以看出，在大国隐性竞争环

境下，当攻防平衡倾向于攻而相对实力均衡又发生较为剧烈的转移时，未来

预期收益的当期价值下降，如霸权国自身顽固定位于大国竞争，则短期内不

合作的冲动会上升，这样便会进一步提高崛起国进行预补偿的难度，进而影

响长期合作预期下的系统稳定性。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对博弈环

境的理解与其所释放的信号便更加重要，而是否能够突破狭义理性所造成的

上述困境，也与认知判断及相应的的冲突与风险管控机制关联紧密。

六、大国军事竞争管理与冲突管控

综上所述，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主要有以下特征及影响。首先，由于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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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对实力的动态变化，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是一种常态。这种竞争呈现的

基本判断指标可以基于领先国对后起国的针对性军事调整与准备，而这种调

整一般兼具战略性与战术、技术性，是体系化军事竞争关系的显现。其次，

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是一种长周期现象，并非中短期单纯的显性

力量对比，其背后是更为隐性的系统化力量生成与应对螺旋升级，竞争双方

的状态构成一种共同演化态势。再次，在大国隐性竞争条件下，实力均衡的

相对转移与技术条件及相应作战方式的改变，对冲突管控存在直接影响，这

样的宏观与微观因素共同塑造了大国军事博弈的样貌。

由于存在前述政治、战略与军事、技术两个维度的稳定与管控问题，以

当前中美军事博弈为代表的大国军事竞争对冲突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应并基于表－３，在危机管控过程中处理预补偿困境和优势悖论两项难题的

关键，不全在于客观的体系、结构特征，而与在这两个维度上对实力转移

强度及相应的崛起国合作信号的不可信度和军事攻防平衡的认知判断紧密

相关。

表－５　崛起国、霸权国的认知判断

对实力转移强度 （及崛起国不可信度）的认知

较大 较小

对军事转型进攻

优势的认知

较大

场景１：管控难度最大
（１）先手动机高
（２）预补偿前景较悲观

场景２：防范军事冒险
（１）先手动机高
（２）预补偿前景较乐观

较小

场景３：军事关系压舱石
（１）先手动机低
（２）预补偿前景较悲观

场景４：竞争稳定性较高
（１）先手动机低
（２）预补偿前景较乐观

如表－５所示，当判断实力转移强度较小、崛起国合作信号可信时，对于

预补偿的难度预期也会相应调低，对前景的判断较为乐观， “预补偿困境”

得以缓解，即实力转移理论中的 “承诺问题”至少得到部分缓解，政治和宏

观稳定的可能性提高，反之预补偿难度较大。当判断军事竞争进攻优势与先

手动机较大时，己方预先做出军事准备和行动的预期会升高，当采取军事先

手的动机高时，“优势悖论”的影响增大，技术和行动层面的军事稳定性低，

反之稳定性较高。在第二个维度上，目前情形相对较为明朗，当下军事技术

的演进现状使得优势悖论的影响有被放大的风险。而在相应的新兴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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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战法革新、力量部署等方面，热线沟通机制与具有透明度、公信力、

可行性的共同管控机制便亟需加强。

就前一个维度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当霸权国将崛起国的军事挑战视

为不可逆过程，并将其视为存在根本差异的对手而承诺不可信时，如前述模

型３推导所示，预补偿的可能性将变得非常低。此时，崛起国的善意信号均

可能被霸权国忽视或曲解。而基于模型４，如果崛起国能够通过谨慎和强硬

信号之间的搭配混用进行形象塑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霸权国对其身份

判断的变数，则有可能达成更好的博弈空间。对于崛起国而言， “打铁还需

自身硬”是硬道理，是这一博弈实现某种有利于己的均衡的基础。而从系统

风险防控和大国冲突管控的角度考虑，若要使博弈过程更趋稳定、结果更加

和平，那么前述模型推导的博弈便不仅仅是需要斗争意识，更需要斗争艺术

的过程。在不同信号之间求取平衡，使合作更可能发生，如前述模型推导结

果所示，在不同类型可能同时存在的信号博弈中调低短期要求而谋求长期收

益的做法，便显得格外重要。

进而，如表－６所示，当我们把崛起国与霸权国各自及双方的军事动机与

政治补偿难度判断进行排列组合后，就能够呈现更为全面的场景和博弈状

态。在这一博弈图景中，对补偿机制难度和合作信号可信度的判断，决定了

一国内部与两国之间政治、战略高层行为的约束条件与优先级别。而军事先

手动机的高低，决定了国内与两国之间对于军事手段施压程度与优先级别的

选择。为了避免场景和类型讨论过于繁复，此处省略了两国军事先手动机与

预补偿判断的直接配对，而这一省略并不会改变此处的结论，因为如前述模

型讨论所示，单一一方的先手动机倾向与预补偿判断便足已构成影响博弈均

衡的必要条件。

场景１—４是崛起国内部基于先手动机和预补偿难度判断的影响，与场景

１３—１６霸权国内部相应判断所造成的影响较为对称。但其中存在一点明显不

同，就是有预补偿判断难度由高向低发展的可能性。结合当前大国军事竞争

现实，如中美之间的博弈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霸权国基于意识形态、国

家利益或国内政治、集团利益等多种考量，将崛起国定性为缺乏合作信号可

信度的无条件防范对象时，实现场景１４、１６将非常困难。而与之相应，此

时崛起国即便处在场景２、４中，并有充足意愿释放善意、切实准备做出一

定的预先让步，也很难影响两国之间补偿条件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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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崛起国、霸权国的相对动机与判断

崛起国预补偿难度判断 霸权国预补偿难度判断

较大 较小 较大 较小

崛 起 国 先

手动机

较大

场景１：
崛起 国 合 作 意

图低

场景２：
崛起国军政关系

约束 军 事 冒 险

主义

场景５：
霸权国或提升政

治、军事等全面
施压强度

场景６：
霸权国或提升军

事威慑强度

较小

场景３：
崛起国军政关系

约束 政 治 民 族

主义

场景４：
崛起国国内维持

战略稳定政策

场景７：
霸权国提高政治

压力，降低军事
压力

场景８：
管控紧迫性低

霸 权 国 先

手动机

较大
场景９：管控紧
迫性高

场景１０：
崛起国提高军事

反制能力，增强
国际行为合法性

场景１３：
霸权 国 合 作 意

图低

场景１４：
霸权国军政关系

约束 军 事 霸 权

主义

较小

场景１１：
霸权国采取适当

军事让步

场景１２：
管控紧迫性低

场景１５：
霸权国军政关系

约束 政 治 霸 权

主义

场景１６：
霸权国国内维持

战略稳定政策

场景５—８与场景９—１０分别是两国在军事微观层面考量与对方宏观层面

判断的配对情况。场景９出现的是管控难度和紧迫性最高的情况，即霸权国

先手动机较大，而崛起国自身对于以一定预补偿换取长期和平及相对优势实

力均衡缺乏信心。此时，本就由霸权国反应而诱发的军事竞争随着霸权国的

攻势动机提高而将更趋激烈化，而预补偿的前提也不复存在。管控紧迫性或

难度相对较低的情况，都出现在军事层面稳定性较高之时，即场景８与场景

１２，其中一方释放降低行动攻击性的信号便会对管控产生直接帮助。

如果在竞争认知、管控机制、信号透明度等方面不进行正向引导，表－５

所呈现的两个维度均存在由小到大变迁的可能，而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与管控

难度、紧迫性均会随之升高。那么，基于表－６所呈现的不同博弈状态，在管

控机制的设计与政策实施中均需要对应不同可能性，因时、因地、因事制

宜，保持机制的灵活度与容错空间。

从目前中美两国军事安全关系与政策环境来看，由于美国一味强调大国

竞争的零和甚至负和思维，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进行偏激防范与对抗，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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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内核、经济生产组织形态、全球经济与政治定位、合理国

防需求等问题，均存在顽固的不接受、不信任与不妥协态度，对表－５与表－６
所描述的管控形势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安全形势滑向或停留在高管控难度场

景的可能性增大。而在美国又不断单方面强调大国军事竞争、强化军事竞争

准备特别是攻势姿态的前提下，中国亟需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的威慑和作战

能力，夯实竞争与威慑平衡基础，并进而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在全球和区

域稳定的国际道义高度释放军事层面的管控善意。而在战略层面，在美国愈

加滑向或锁死于不信任中国做出一定预先补偿的状态之下，两国之间实现稳

定过渡的基本层面是不牢固的。由于美方的不配合姿态，对于沟通水平与效

果的要求将更高，以透明、平等、开放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态度的难度

将更大，而必要性和紧迫性却日益提高。

相比于近现代主要历史案例，如历次主要裁军与军控、美苏冷战危机管

控机制，中美两国对于竞争和冲突管控的实际有效措施安排仍处在较为初级

的阶段。两国管控机制的实际运作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干扰较大，管控机

制在高层宏观框架与中低层互动之间存在缺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美

两国在长期军事竞争的共同演化过程中，已在逐渐建立一套学习与默契机

制，部分达到了维持稳定性的效果。中长期而言，将这些机制实体化和精细

化，是两国国家安全和地区局势稳定的共同需要。如何在现实博弈中通过有

效互动与沟通，引导美国的补偿预期与军事稳定性判断向更加正面的方向发

展，将是体系稳定的重要保障，也将是本文关于隐性军事竞争探讨的后续拓

展方向。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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